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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戴震对朱熹的传承与礼敬〔∗〕

○ 徐道彬
(安徽大学　徽学研究中心,安徽　合肥　２３００３９)

〔摘　要〕朱熹与戴震同出于徽州,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.戴氏以“遂情达欲”

商兑于朱子“存理灭欲”之说,成为乾嘉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无法绕过的话题,也成为

后世注目朱、戴关系的单一焦点.事实上,戴震对朱熹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的诸多传

承,及其对朱子个人的始终礼敬,也应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与反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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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(１８９１—１９６２,字适之,徽州绩溪人)作为徽学后进,对其乡邦先贤朱熹

和戴震都始终充满敬意,并给予崇高的历史性评价,称“这八百年来,中国思想史

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,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.一个是朱子,一个是王阳

明,一个是戴东原.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,中间只有王阳明与

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”.〔１〕胡氏从不讳言戴氏的

“反朱”问题,但他摈弃了一般人的简单化对待,而始终持有自己独到的观点,认
为朱熹(１１３０—１２００,字元晦,徽州婺源人)与戴震(１７２４—１７７７,字东原,徽州休

宁人)之间,既有时代的不同和世界观的差异性,同时也有治学方法和人性关怀

方面的诸多共通性.胡氏在此文中引用了章学诚之言作为自己立说之本,即“戴
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,故戒人以凿空言理,其说深探本原,不可易

矣”.〔２〕胡适对此深信不疑,但又否定了章氏“出于朱则不应攻朱”之说,曰:“章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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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戴学出于朱学,这话很可成立.但出于朱学的人难道就永远不可以攻击朱学

了吗?”况且“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,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”.〔３〕作为

继朱熹、戴震之后,徽州乃至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又一里程碑式人物,胡适的胸怀

与眼光,也足以让他具有如此高屋建瓴、洞察幽微的中肯平允之论.今承胡适之

言,将戴震对朱熹学术思想的传承与乡贤礼敬之意,再加情理和哲理上的拾遗补

缺,知人论世,条别是非,还原朱、戴关系的历史本来面目.

一、由“道问学”而至“尊德性”

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对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影响至为深远的圣贤人物,位列孔

庙十二哲之次,成为中国学统和道统系列中的重要代表.同时在民间社会层面

上,朱子通过著述和讲学乃至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承,渐次形成一个能够延续思想

学说的重要流派,以«朱子小学»和«家礼»等理学教义,躬行践履于族规民约和世

道人心之中,对基层社会尤其是明清徽州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.
清代学术汉、宋之争的显著化,使得程朱之学在江、浙、皖地区遭到了陈确、

毛奇龄等学者的猛烈攻击.其中,朱熹乡邦的“新安理学”地区,也同时出现了异

样的声音,尤以黄生、姚际恒和戴震最为突出.因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,既有

乡邦之谊,且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,所以两者数百年间的时差及其产生出的

学术思想的变异,定会受到后世学者更多的关注与评价.其中的严词评判,既关

乎学理上的是非之争,也有情分上的好恶之偏.遗憾的是,人们只乐观其“不
同”,而忽略其“相同”,强调其“分”,不言其“合”,严重地遮蔽了戴震与朱熹之间

的相同点及其内在的承续性.
朱熹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,同时在小学、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有重

要的阐述、发明与贡献,惜其一生被理学盛名所掩,后世论者仅注目其性命道体

之说,而没其躬行实践的格物朴实之学.事实上,朱子治学领域广博,天文地理、
河渠农桑、草木鸟兽、律吕术数,无不触类旁通,源流毕贯,既能通经典古训之义,
也能达孔孟周程之道,甚至还能够根据高山上的螺蚌化石,考证出海陆变迁和地

壳演化的科技知识和道理,可知其“格物致知”“即物穷理”的治学方略和学问目

的.自谓:“尊德性,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.道问学,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

之细也.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.不以一毫私意自蔽,不以一毫私欲自累,涵泳

乎其所已知,敦笃乎其所已能,此皆存心之属也.”〔４〕可以说,朱子首先是第一流

的学问家,其次才是理学家.他读书善据古籍以补正讹脱,根柢经义以诠释古

言,如其«古文尚书»的辨伪、«诗序»的质疑问难,皆究其微旨,通其大例,本证旁

证,奄若合符;而«诗集传»«楚辞集注»«韩文考异»等系列训诂集释之作,则稽览

群籍,是正讹舛,捃摭稽核,至为精博.朱子曾自述学问大略曰:“大抵子思以来

教人之法,惟以尊德性、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.今(陆)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

事,而(朱)熹平日所论,却是问学上多了.”〔５〕又曰:“汉魏诸儒正音读,通训诂,考
制度,辨名物,其功博矣.学者苟不先涉其流,则亦何以用力于此?”〔６〕可见朱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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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问即有义理之思,又兼训诂之学,清人章学诚即称:“朱子偏于道问学,故为陆

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”;“朱子之学也,求一贯于多学而识,寓约礼于博文,
其事繁而密,其功实而难.”〔７〕章氏在比较朱、陆异同之时,尤为强调朱子的性命

之理与格致之学,其«朱陆»及«书朱陆篇后»两文又将朱子学术与戴震之间的传

承,探赜索隐,条分缕析,考之有据,言之有理,故于后世影响很大.胡适也因其

言对乡贤朱子的考证之学颇有赞词,认为清代三百年的学术,尤其是乾嘉考据

学,实质上就是重新发掘朱熹的“格致之学”.戴震的考据之学,就是对朱子格物

学的真正继承和发展.其后,傅斯年与钱穆也称:“自今日观之,清代所谓宋学,
实是明代之官学;而所谓汉学,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.”〔８〕

“徽学渊源,实本紫阳而不可诬”.〔９〕此等中肯独到之语,说明民国期间的学者已

经注意到清代学术实际上就是扩大而延伸了的宋明理学.可以说,朱子与戴震

所追求的同是孔孟之道,所取路径也大略相同,虽时代有差,表述有别,但殊途而

同归.东原常言之“以词通道”“实事求是”,便是朱子“即物穷理”“格物致知”的
别一种表述而已.朱子所言:“字求其训,句索其旨,未得乎前,则不敢求其后;未
通乎此,则不敢志乎彼.如是循序而渐进焉,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.
是不惟读书之法,是乃操心之要,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”.〔１０〕正可谓戴氏“由字

以通其词,由词以通其道”的直接思想来源.
东原以乡贤为榜样,秉承朱子之学,一生专意于学问,治学主张由“格物”到

“穷理”,由“道问学”而至“尊德性”,即“先考字义,次通文理,志存闻道,必空所依

傍”.〔１１〕在“闻道”问题上,“空所依傍”即标示其显著态度,就是对前贤时彦皆以

正心诚意待之,“实事求是,不偏主一家”.常云:“仆以为考古宜心平,凡论一事,
勿以人之见蔽我,勿以我之见自蔽.”〔１２〕他以汉学之“格致”,以求理学之“道理”.
常云:“汉儒训诂有师承,亦有时傅会;晋人傅会凿空益多;宋人则恃胸臆为断,故
其袭取者多谬,而不谬者在其所弃.我辈读书,原非与后儒竞立说,宜平心体会

经文.有一字非其的解,则于所言之意必差,而道从此失.”〔１３〕东原“非与后儒竞

立说”的原则是:不以人蔽己,不以己自蔽,不为一时之名,亦不期后世之名.非

掊击前人以自表襮,也不依傍昔儒以附骥尾,君子务在闻道也.〔１４〕如此不偏宋、
不佞汉的治学理念,被章太炎、刘师培、梁启超和胡适之等赞誉为最能表现出近

世科学研究之特点,体现近代思想解放之精神.
有学者认为戴氏«孟子字义疏证»一书的出版,就决定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根

本基调,表明了朱熹与戴震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.学者不应讳言戴氏“反
理学”的思想,但也不该用简单和对立的眼光来对待«疏证»中的文字形体,而要

从字里行间窥出其背后的斑斑血泪.正如章太炎所言:“戴震生雍正末,见其诏

令谪人不以法律,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,觇司隐微,罪及燕语.九服非不宽也,
而迾之以丛棘,令士民摇手触禁,其衋伤深.震自幼为贾贩,转运千里,复具知民

生隐曲,而上无一言之惠,故发愤著«原善»、«孟子字义疏证»,专务平恕,为臣民

诉上天,明死于法可救,死于理即不可救.”〔１５〕章氏的“为民请命”之说,应是戴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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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本意所在.东原深知在文字狱的时代,个人著作的面世务必要用语隐讳,知所

避忌;从学理层面上说,“借古讽今”应该是批判程朱理学以达到针砭现实目的最

为恰切的处理手段.实际上,戴震真实话语的表达,可由其寄赠段玉裁的书信中

知其心曲.曰:“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«孟子字义疏证»一书,此正人心之要.今

人无论正邪,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,而祸斯民,故«疏证»不得不作.”〔１６〕以个人书

信与正规著作相比较,是最能窥见作者内心真实意图的手段.此中“今人”绝对

不会是指程朱,定是那些“理”字不离于口、害人不轻手的在位者和权贵派;而«疏
证»中的“理”字在信札中却都被替换成了“意见”二字,此中深意,已不言自明.
因此,与其说«孟子字义疏证»的内容是批判程朱理学,毋宁说是他借批判理学之

名,而抨击强权势利者满口仁义道德的“以理杀人”.因为戴震对于程朱学术与

理学末流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,所以«疏证»一书实质上是借用“洛闽之言”作
为靶子,来抨击朝廷以“理”学为幌子以残害民众,鱼肉百姓,“其所谓理者,同于

酷吏之所谓法”.对此,我们可以借用胡适称“章学诚虽骂戴氏,却是戴学的第一

知己”的话,来同理推导出东原虽批判程朱理学“以理杀人”,但他却是程朱的第

一知音.
其次,«疏证»一书在写作形式上也深受«朱子语类»问答辩驳式的影响,更是

模仿了朱熹弟子陈淳«北溪字义»的词典释义方法,将理学中的几个重要范畴以

字义训诂的形式构建起来.陈氏书列出命、性、心、情、仁义礼智信、道、理、诚、经
权等二十六门,荟萃宋五子之说,而以朱子说为折衷〔１７〕;戴氏书则以理、天道、
性、才、道、仁义礼智、诚、权为目,列为四十四条,总结出“求观圣人之道,必自孟

子始”.因此,陈、戴两书皆以孟子为宗主,形式上的传承更是昭然若揭.对此,
洪榜曾在东原去世之时就明确指出«疏证»“非言性命之旨也,训诂而已矣,度数

而已矣”,意在不能简单地认为«孟子字义疏证»和«与彭允初书»仅仅只是责难程

朱之书,而应理解成戴氏为了剔除附着在程朱理学上的异端成分,通过文字考证

和经典诠释的手段替程朱做辩护和澄清.故洪氏云:“戴氏«与彭进士书»,非难

程朱也,正陆王之失耳;非正陆王也,辟老释之邪说耳;非辟老释也,辟夫后之学

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;援周孔之言,入老释之教;以老释之似,乱周孔之真,而
皆附于程朱之学.”“戴氏之书,非故为异同,非缘隙嚷嘲,非欲夺彼与此,昭昭甚

明矣”.〔１８〕洪榜一生服膺东原,为戴氏学说的真实意图而上下游说和宣传,论定

戴氏之书的“孟子之功,不在禹下”.故江藩作«汉学师承记»也特为此表彰洪氏,
全载此文以为援引,致使后世不至于泯灭戴学“义理”层面的功劳.梁启超指出:
洪氏“这几句话批评得对极了,试拿毛西河攻击程朱的书,陆稼书攻击陆王的书,
和东原各书相对照,便可以见出东原的态度确是‘学者的’了”.况且“东原并没

有攻击别派的行为,不过将这派那派研究出他们的真相,理清楚他们的系统,叫
他们彼此不相蒙混,这种工作,无论对于某种学问,在批评家或历史家是最必要

的.我们认东原为最忠实于这种工作的人”.〔１９〕至此,我们可以说这部“正人心

之要”的«疏证»一书,用“以词通道”的方法探明“治乱之源”,悟得“圣人之道”,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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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秉承了朱子由“道问学”而至“尊德性”的路径而来,也正印证了冯友兰所言:
“汉学家之义理之学,表面上虽为反道学,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

也.”〔２０〕

二、通理知欲 明体达用

程朱理学在自宋至清的发展历程中,受到来自释道融合、朱陆之争及阳明心

学等诸多思潮的浸染而不断地嬗变.清初的思想界集中批判心学的“致良知”,
努力恢复程朱理学的信仰.然而,此时的朱子学虽然处在朝廷官学的地位,却已

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朱子学了.而乾嘉时期的儒者猛烈攻击程朱理学,很大程度

上是因抨击阳明心学而上溯深挖、连带及之.对此,傅斯年曾高屋建瓴、洞察幽

微地指出:“清代汉学家自戴震以降攻击理学者,其最大对象应为心学,不应为程

朱.然戴氏之舍去陆王、力诋程朱,则亦有故.王学在明亡后,已为世人所共厌

弃;程朱之学在新朝仍为官学之正宗.王学虽与清代汉学家义极端相反,然宗派

式微,可以存而不论;朱学虽在两端之间,既为一时上下所宗,故辩难之对象在于

此也.”〔２１〕清初的王学已“人所共厌”,也不堪一击,汉学家的响箭自然落在其后

面的程朱身上.在批判心学的思潮里,朱子成为首当其冲的“辩难对象”、众矢之

“的”.
清儒与宋儒的思想分歧,既体现在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对立上,也有心性论和

“理欲观”的差异.朱熹的“天理人欲”观点在自宋至清的时代长河中,已逐渐失

去其原本“抑制奢欲,关心民瘼”的本来意蕴.首先,朱熹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提

出,源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于临安,而官僚阶层又穷奢极欲,贪婪无度,“禁欲”于
民众而“享乐”于自己,致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.朱熹针对当时危难的社

会境况,欲从学理层面上为百姓争取生存空间,希望统治阶层能够“遏人欲于横

流,存天理于既灭”,是怀着深沉的历史责任和危机意识,与统治阶层说“理”的.
但人微言轻,也未曾有效,甚至还遭到反对者的谗害,被定为异端邪说和“伪学逆

党”.其次,朱熹的“灭欲”,重在对上层社会的“正君心,去淫奢”,而对下层民众

则心存悲悯,希望外无旷夫,内无怨女.他反对“肉食者”剥夺民众最基本的生存

权利和条件,指出“饮食者,天理也;要求美味,人欲也”.〔２２〕“凡居处饮食言语,无
不是事,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.敬便是天理,肆便是人欲.”〔２３〕认为圣贤所言“饮
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,有而节之,使无过情、无不及情,即是天理,更合乎人欲.
换言之,人性的必需及合理的满足就是“敬”和“天理”;骄奢淫逸、追求美味就是

“肆”和“人欲”.基于朱熹当时的社会背景,其“存理灭欲”说具有丰富的人本主

义思想和人文情怀,深富现实批判价值,今天也仍然具有历史启示意义.
然而,朱子“存理灭欲”之说的原始意蕴,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被负载了相反的

作用,成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,结果是“任法律而参洛、闽,是使种马

与良牛并驷,则败绩覆驾之术也”.〔２４〕因此,原本以富国强民为宗旨的理学家的

理想追求,也逐渐被“言清行浊,设身私欲”的假道学和迂儒蠹吏所污染而变质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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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.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,倚仗“权势”胡作非为,拿“天理”或“意见”的令牌,让
卑弱者“呼天无门”.戴震本人就是遭受这种“天理”残害的牺牲品,东原三十三

岁遭遇横逆,至于终生不曾回乡.他奋力读书,求解于圣贤经典,“为之卅余年,
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”,明了残害自己的原因乃是“后儒以理杀人”.正如章太炎

所言:“戴君生雍正乱世,亲见贼渠之遇士民,不循法律,而以闽洛之言相稽,哀矜

庶戮之不辜,方告无辜于上,其言绝痛.”〔２５〕“贼渠”为一己之利而“离散天下之子

女,以奉我一人之淫乐”,凭借“闽洛之言相稽”,致使“尊者以理责卑,长者以理责

幼,贵者以理责贱”,“人死于法,犹有怜之者;死于理,其谁怜之”? 基于“天下受

其害者众”,戴震发愤著述,“为臣民诉上天”,摧毁那些被后儒末流所污染的“天
理”“意见”,但从未攻击程朱本身.

戴震生活的时代,正是明清社会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,“士农工商”的传

统社会秩序已大为松动,商人的物资利益追求、民众合理的生存欲望,已经成为

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.特别是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异军突起,更需要寻找理

论上的代言人,对现实公正平等的要求、义利关系的重新定位、理欲关系的适度

调整等问题,都要得到相应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.戴震早年经商,而后由商而

儒,对待中下层民众的物资欲望或商业利益怀有“同情之了解”,也自有其独到的

理解与表达.所以,他对徽商“虽为贾者,咸近士风”的高度评价,以及“体民之

情,遂民之欲”的理论证明,也都由此感触,应运而生.实际上,«疏证»和«原善»
的撰述本身,就深刻隐含着徽商活动和民生关怀的大背景,表述了商人阶层的心

声与追求.戴氏以为:“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.凡事为,皆有于欲;无欲

则无为矣.有欲而后有为,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,无欲无为又焉有

理?”〔２６〕如果从徽商情感的角度来看,也可以理解为:凡“经商”皆为有“利”;无
“利”则无为矣.有“利”而后有“商”,有“商”而归于“诚信”之谓“儒商”.如此将

“义理”与“嗜欲”、“欲望”与“义利”的关系放置在有利于人性需求和商业运营的

轨道上加以考量,既便于理解和接受商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现实,也有利于促

进理欲辩证统一问题的争论.可见戴氏的通理知欲和明体达用,在一定程度上

就是为明清商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做的事实证明和理论支撑,以此抨击传统社会

“商为四民之末”的腐朽观念及其对商业和商人的抑制和打击.朱、戴二人虽然

针对的侧重点不同,却殊途而同归,皆具修齐治平的人文情怀.
胡适认为:东原倡言“体民遂欲”而成为反抗人欲礼教的急先锋,但在情感上

绝无攻击程朱本身的问题,他只是要人们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

付人生问题,戴氏和朱子在人情隐曲和人性的终极关怀上是一致的〔２７〕.事实

上,朱子所倡导的“财自道生”“以义取利”思想,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徽商“贾而好

儒”行为的直接导因和取利法宝.从“人欲”的本质来看应兼善、恶两义,饮食男

女、常情隐曲,朱子以为善;见利忘义、骄奢淫逸,朱子以为恶.戴震的“理存于

欲”则偏于“善”处而言,故其主张遂民之欲;程朱“存理灭欲”则专指“恶”处言之,
故要人遏私去欲.无论是上古圣贤,还是汉宋大儒,休养生息、体恤民情皆为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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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一贯的人文关怀和追求,朱子更不例外,其“饮食者,天理也;要求美味,人欲

也”,也成为戴震“一人之所欲,天下人之同欲也”的著述命题,由此也充分显示出

两代学者关心民瘼、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.戴氏云:“遂己之欲者,广之能遂人之

欲;达己之情者,广之能达人之情.道德之盛,使人之欲无不遂,人之情无不达,
斯已矣.欲之失为私,私则贪邪随之矣;情之失为偏,偏则乖戾随之矣.不私则

其欲皆仁也,皆礼义也;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.”〔２８〕东原此论,既是儒家义

利观和经济伦理的哲理性阐释,也是对徽商争取适当权益的合理合法的诉求,这
与朱熹对待“义理”与“嗜欲”的观点完全一致.故胡适指出:戴学重在扩充心知

之明,使人体察事物条理,这是一种新的理学,既非“厉禁言理”,更非“蔑理”.其

实,戴学最近于程伊川与朱子,同属于致知穷理的学派,实在是程朱的嫡派,又是

程朱的诤友,他是撇开“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”,去做那致知穷理的科学事业.〔２９〕

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,戴氏既是程朱理学的有力“后继”,也是在新的时代为徽

商“存意开源”的功臣.

三、礼敬乡贤 守正出新

戴震与朱熹在人本主义和理欲观的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,若要追究两人之

间究竟有何不同,首先是他们所面对的各自时代的不同:朱子肩负着新时代复兴

儒学的使命,纵然也倾心于“道问学”,但迫于释、道的挑战压力,不得不专心于

“尊德性”的深究.而东原所处的却是乾嘉汉学兴盛之时,“道问学”既是时代的

学术思潮,也是其个人的禀赋所向.戴震对数百年前的宋学加以修正,既属于学

术内在自省发展的必然,也是后学替先贤剔除身后的不当附会.为了拂去程朱

身上的异端附着而欲还其本来面目,戴氏秉持“实事求是”“空所依傍”的独立精

神,向释、道之学的“无欲、无为”和理学末流的“空言心性”及阳明心学的“致良

知”发起挑战,以朱子“进学在致知”为路径,“重问学,贵扩充”,“以词通道”,“修
辞立诚”.他指出:“宋以前孔孟自孔孟,老释自老释,谈老释者高妙其言,不依附

孔孟.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,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.于是有读儒书而

流入老释者;有好老释而溺其中,既而触于儒书,乐其道之得助,因凭借儒书以谈

老释者.对同己则共证心宗,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孔孟.”〔３０〕这种剖析精

微、条别是非而各归其是之法,正是“朱子格物穷理精神”的切实体现.故杨向奎

先生称戴震不仅是汉学大师,同时也是宋学大师.
任何一种学派思想的发展,后期必定产生流弊,这是万物的自然规律.我们

不能以理学末流之弊而归罪于作始,更不能因程朱创始理学而损害其学术之全

部,以一眚掩大德不是客观正确的态度.戴震批判朱子,既有礼敬之心,也有攻

错之功.世人以东原批驳宋儒为“讥骂洛闽”,忘本负恩,也是简单片面,“不得旨

要”之见.凌廷堪称:“今案其(东原)遗编,学之大者犹可考见,特惧读之者不得

旨要之所在,以矜奇炫博遇之,不然或与妄庸巨子讥骂洛、闽者等视而齐观,则先

生之学由此而晦矣.”〔３１〕浙东黄式三云:“后儒之疑戴骂戴者,为其说之驳程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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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.而以程朱之所自言与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参互引证,学者可平心读之,去戴氏

之矫枉过正而取其所长,在善学者之实事求是也.”〔３２〕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极

富时代性、复杂性和继承性,不能简单地划归于非此即彼.东原批判理学是时代

学风之必然,也是学术争鸣之必须,更有其个人遭际的凄凉背景.实际上,“我国

自十七世纪初期,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,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;相反

的,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”.〔３３〕作为以恢复孔孟本真为

责任的儒者,戴震传承着理学家的道德修身、正心制行之学,努力饬躬笃行,博学

力行,与惠栋、江永和钱大昕等清儒一样,他们“批判”宋明理学,但绝不“背叛”程
朱,一贯奉行着“六经尊服郑,百行法程朱”的人生准则,即如姚鼐所言:“婺源自

宋笃生朱子,传至元、明,儒者继起,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,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

为浮诞,讲论经义,精核贯通,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,而出乎流俗者焉.近世若江

慎修永,其尤也.”〔３４〕戴震师承江永,对朱熹也始终以乡邦大贤而礼敬之,以学术

的传承而弘扬之.翻阅戴震著述,未曾见其直呼朱熹之名,而始终以“朱子”或
“子朱子”相称.云:“宋之有朱子,近数百年以来学者宗之;朱子者,集宋儒之大

成者也”〔３５〕;“先儒为«诗»者,莫明于汉毛、郑,宋子朱子”〔３６〕;汉之郑康成、宋之

子朱子,其学殊绝,其人亘古不能有二之人也;“陆王,主老释者也;程朱,辟老释

者也.今足下主老释、陆王而合孔孟、程朱与之为一,无论孔孟不可诬,程朱亦不

可诬”〔３７〕.戴氏早年由熟读朱子«集注»«或问»进入科举,晚年著述则更为通明

达观,厚意称许程朱,对汉宋优劣,唯论其实,不偏一家.他以郑玄和朱熹各为其

时代之大儒,不因朱子的理欲观而废其学,不以“尊德性”而掩其“道问学”,云:凡
宗仰昔贤,用寄爱慕,闻名起敬可也.援以证实,用资考核,必有起而辩之者.〔３８〕

其景仰先贤之情溢于言表,而求是不苟之意也直言不讳.梁启超赞之曰:戴氏学

术之出发点,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.盖无论何人之言,决不肯漫然

置信,必求其所以然之故.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,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.此种

研究精神,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.〔３９〕戴震正是秉承了朱子学的理念,既非全盘

否定先贤,也具自我独立精神,故其“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

法,根据古训作护符,根据经验作底子,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,而建立

他的新理学”.〔４０〕三百年来,人们对戴震批判朱熹的理论反省,如果能够懂得卓

越的学术思想必根植于其同源的历史传统,就能望表而知里,领悟出东原对朱子

一贯的恭敬崇慕之情,以及传承朱子学的使命感.
大凡杰出的思想家都有“反传统”的秉性,这与万事万物的遗传变异相类似,

也与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的新陈代谢的理论不悖.如墨子学儒术,既而非儒;王肃

习郑学,既而攻郑;程朱之学也曾入禅,而辟佛尤深.故“人之于学,既登堂而入

室,复操戈以相伐.入而能出,此其所以大也.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,可屈指数,
要其成功之由,莫不如此”.〔４１〕而“能自成一派”的戴震,之所以能够成为兼涉多

域而又异军突起的杰出学者和思想家,定与他“登堂入室”而又“入而能出”的卓

越才能密不可分.一般人只关注戴氏对朱子学的“出”,而不见其对朱子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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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入”,忽视他对朱子学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开拓之功.“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

的理学,有破坏之功,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

的、不彻底的旧理学”.〔４２〕胡适此言也正契合了梁启超概论清代学术具有“生、
住、异、灭”的演变流程,证明程朱理学“当全盛之后,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,陈
陈相因,固已可厌.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,则先辈已浚发无余,承其流者,不过捃

摭末节以弄诡辩,且支派分裂,排轧随之,益自暴露其缺点.环境既已变易,社会

需要别转一方向”,故有“清学之出发点,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”的精辟论

断.〔４３〕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,着力点在于剔除“希附末光者”的“附会”和“诡
辩”,而汲取“先辈”之“精要之义”,努力去“建立他的新理学”.那么,作为“后戴

震时代”的学者自当以“订讹规过”“不为贤者讳”的心态来对待学术发展的大势.
综上所述,朱熹与戴震皆为各自时代的学术巅峰,两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

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学术评价或情感剖析,更多的还会牵涉到两个重要时代学术

思潮的争议.朱子以创新精神将儒家思想哲理化、精致化,适应时代之需,完成

了儒学的全新发展,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;数百年后,戴震又在自己的时代

里解剖了宋明理学,将考据与义理统一起来,证之以实,运之以虚,建构起清代

“新理学”的知识系统,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.作为汉学家的

戴东原,治学主张实事求是,既有汉儒之博而畅其旨,又有宋儒之潜而洽其趣,对
程朱本身及其学问始终充满敬意,并加以传承和弘扬.戴震与朱熹的人本主义

和理欲观的目标也相当一致,只因时代的差异以及后世的混淆和偏见,酿成两造

缺席下子虚乌有的对垒.或以为戴震抨击程朱理学,是不敬乡贤,数典忘祖,则
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”.戴学之于朱子学,应该理解为“当做诤友,不为佞臣”的关

系.他为朱子去其一非,成其百是,也使程朱理学历久弥新,在新的时代仍然具

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.事实上,戴震早已预见身后人们对他

的误解,但也只能说:立身守二字曰不苟,待人守二字曰无憾.〔４４〕一代宗师,诚哉

斯言.为人为学,自当如是.

注释:
〔１〕〔３〕〔２７〕〔２９〕〔４０〕〔４２〕胡适:«戴东原的哲学»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１９９９年,第１３９、６８、４１－

５６、１３３－１３５、６１、１３５页.

〔２〕〔７〕章学诚:«朱陆»,«章学诚遗书»内篇卷二,北京:文物出版社,１９８５年影印本,第１５、１５页.

〔４〕朱熹:«四书章句集注»,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８３年,第３６页.

〔５〕朱熹:«答项平父»,«朱文公文集»卷五十四,«朱熹集»第五册,成都:四川教育出版社,１９９６年,第

１６９４页.

〔６〕朱熹:«语孟集义序»,«朱文公文集»卷七十五,«朱熹集»第七册,成都:四川教育出版社,１９９６年,

第３９４４页.

〔８〕傅斯年:«性命古训辨证»引语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２００６年,第１页.

〔９〕钱穆:«清儒学案序»,«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»卷八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２００４年,第３７１页.

〔１０〕朱熹:«读书之要»,«朱文公文集»卷七十四,«朱熹集»第七册,成都:四川教育出版社,１９９６年,第

３８８８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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